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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决胜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

曾小溪1，汪三贵2

( 1．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080; 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北京 100872)

摘 要:脱贫攻坚战进入深水区后，挑战与难度日益增加: 一是预期维度，由于大规模扶贫下存在

“逆向激励”难题，要做好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期望引导，并对激励机制进行优化设计，通过设计
适度的帮扶制度，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二是经济维度，由于较难兼顾扶贫成本与扶贫效益，
要减少扶贫资源浪费，提高扶贫资源供给质量和使用效率，防止扶贫机会成本大幅攀升。三是时间
维度，由于短期脱贫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矛盾，较难处理短期出效益与长期保公平、兼顾减贫速度和
脱贫质量，要从注重减贫速度向注重脱贫质量转变，并形成脱贫内生动力。四是标准维度，由于扶
持对象与非扶持对象之间界限模糊容易造成“悬崖效应”，要重视临界贫困并对帮扶对象实行动态
管理; 创新帮扶形式，以发展式、保障式扶持为主，资金扶持为辅; 注重风险防控，将风险干预前置;
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和集体经济发展时，照顾到边缘贫困人口。对上述问题进行理
论和经验阐释，并结合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实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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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扶贫氛围日渐浓厚，各级政

府重视程度、各级财政投入力度和社会各界参与度
均前所未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脱贫攻坚战
将“两不愁，三保障”、社会公共服务和收入标准共
同纳入扶贫目标，实现社会保障与收入增长相结合，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长期以来收入单维度指标和主要

依赖经济发展驱动减贫的缺陷。通过精准扶贫，缓

解了农村绝对贫困，遏制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

扩大趋势，缩小了城乡居民发展差距。按现行农村
贫困标准，2013—2018 年，中国每年减贫人数均保
持在 1 000 万以上，已累计减贫 8 239 万人，累计减
贫幅度达到 83．2%，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2018 年
末的 1．7%①。这为拓宽低收入人口上升通道，建立
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格局创造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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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作为重要的社会干预行动，脱贫攻坚资源动员
强度大、各方关注度高，国家治理技术越来越精细，
必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当前脱贫攻
坚仍面临一系列挑战，较难实现短期增收和稳定脱

贫双重目标，稳固现有减贫成果和预防贫困风险仍

任重道远。笔者曾撰文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扶
贫开发历程，并分析了脱贫攻坚的难点，提出采用超

常规手段和创新机制，短期长期帮扶结合，短期内重

点解决贫困人口生活问题，长期则需要重点解决发

展动力和能力不足问题，并实施兜底政策［1］。本文
拟结合当前脱贫攻坚决战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
及近年笔者参与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相关实践经

验，对决胜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做进一步分析。

一、期望 VS结果:大规模扶贫下的
“逆向激励”难题

新一轮脱贫攻坚实施以来，减贫成效显著，但扶

贫工作难度不断增大，减贫速度趋缓，大规模扶贫投

入下出现了政策设计初衷与实际执行效果事与愿违

的“逆向激励”现象。
中国的扶贫资源大部分来自政府投入，在数量

众多的政府部门帮扶下，贫困户直接或间接可获得

的扶贫资源大致可分为基本保障性资源( 如最低生

活保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 、基本生产和生活
保障补助( 如农业补贴、危房改造补贴和易地扶贫
搬迁补助等) 和直接作用于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投资( 如种植和养殖补贴、基础设施建设等) ，
基本可涵盖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和收入增长的各
方面。
数量众多的扶贫资源分配机制有其缺陷，“逆

向激励”问题是重要表现，调高标准、吊高胃口、瞄
而不准、不切实际的帮扶措施和简单的分红是“逆
向激励”问题产生根源之一。“精准”一词背后的含
义是: 基本上只有国家认定的精准扶贫对象( 包括

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户) ，才能得到或者获取更多
的扶贫资源倾斜。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越是
表现出贫穷的，或者没有那么贫穷，但争夺资源能力

越强的，越能得到更多的扶持，表明争戴“贫困帽”
背后存在“逆向激励”预期。
争戴“贫困帽”的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和行政村，

还有规模巨大的穷人。过于依靠现金转移式再分配
制度和政策减贫，容易形成受益者对福利的依赖，

“逆向激励”也就在“争穷”现象中表现得较为充分
和典型。贫困群体一旦纳入帮扶对象，一般会与住
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捆绑，帮扶政策向农户传
递的信息是，只要争取成为贫困户就可以享受各方

面的政策照顾。捆绑式的制度设置为贫困户提供多
种福利资源，帮扶资源堆积形成福利叠加效应，引导

贫困户权衡退出贫困序列的机会成本和继续享受扶

贫资源的收益，产生对政策福利心理依赖和行为依

赖，形成“脱贫是干部的政治任务、与我无关”的错
觉。本不应成为帮扶对象或者处于需要帮扶边缘的
群体，产生能够享受有限的扶贫资源盼头，争相申请

享受资源谋求生存或发展。在大规模的利益诱惑
下，即使拥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也容易以消

极态度来对待脱贫，以不脱贫抑或不工作作为与政

府博弈的手段之一［2］。
上述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是现行扶贫制度存在

一定的扭曲，国家和社会承担过多的责任，过度给予

导致将本属于贫困人口个人的问题推给国家和社

会，在客观上鼓励成为穷人或继续保持贫穷和争当

贫困户的“逐末行为”。挤占扶贫资源的群体或组
织越多，越容易产生慵懒心态，脱贫积极性不高，需

要更多帮扶资源，降低了扶贫资源配置效率。
为有效遏制“争贫”现象并提升扶贫绩效，要做

好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期望引导，并对激励机制

进行优化设计。通过设计适度的帮扶制度，减少逆
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做到激励相容。中央设定了到
2020年现行标准下贫困县、贫困村全部摘帽，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和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
期限，加上有“四不摘”的硬性要求，早脱贫晚脱贫
对于贫困县( 贫困村、贫困户) 来说差别不是很大，
反而可以督促其在规定时限内实现高质量脱贫，使

脱贫者不再挤占稀缺的扶贫资源，从根本上阻止继

续装穷、争相戴帽的动机。通过改进贫困县考核机
制，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考核扶贫开发工作

成效转变，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重点县取

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等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

了贫困县“争贫”的动机。
要从源头上解决“逆向激励”问题，应重新审视

无意脱贫群体，避免产生国家和社会能提供长期、稳
定和高水平社会保障预期，并解决贫困家庭所有难

题的“幻象”。近年来，中央也在逐步调整现行政
策。比如，改变以往以分红为主的产业扶贫模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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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设立公益性岗位、发放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补贴、
居家就业等多种形式，让贫困户通过提供力所能及

的劳动服务来换取工资及分红收入。考虑到很多农
户个体的贫困状态只是阶段性的，国家和社会的帮

扶资源也只能解决贫困问题而非致富问题，可将贫

困视为得到援助或支持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要求

受益群体履行相应的义务，以纠正“逆向激励”问
题，避免不良预期。同时，要通过灵活补贴和约束机
制来提高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可实行有条件现金

转移支付(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CCT) 计划、福利
到工作( welfare-to-work，WTW) 制度等做法，确定每
个家庭的受益额度。通过有条件的补贴、限制性的
资源使用管理，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有条件转移支

付方案，将有限的资金转向有意愿、有能力脱贫的
“发展的”贫困者，而不是简单地帮助那些暂时陷入
贫困的穷人［3］。通过强调权利与义务并重，用差异
化瞄准、引入竞争和分类帮扶的机制来确立正向的
预期和激励: 要想摆脱贫困，自身就必须付出努力;

只要付出辛劳和创造，就会得到市场回馈和政府资

助的双重回报［4］。

二、成本 VS收益:兼顾扶贫成本
与扶贫效益问题

新一轮脱贫攻坚政策实施以来，中央为脱贫攻

坚设定了约束性指标，制定了指令性计划，规定了时

间节点，政治议程转变为社会的道德行动，调动的社

会资源、集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规模
之大前所未有。精准扶贫对财政扶贫政策运用的合
理性和精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政策手段更
加精细、政策对象更加微观，财政扶贫政策短期配置
绩效较为合理，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冲突，政策的

长期绩效存在耗损等问题愈发明显［5］。扶贫资源
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资源配置低效等问题也一直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概括来说，脱贫攻坚投入的资源或成本可分为:

一是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这是脱贫攻坚的主力

资金①。二是中央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的公共投
资项目，如交通、水利、电信、健康和教育项目等。三
是东西部地区对口财政转移，如干部人才交流、产业
发展和劳务对接，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方面的合
作。四是行政指导下的企业收入转移，如中央企业
“百县万村”扶贫行动，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行

动，组织捐资捐物。五是间接性财政支出，主要是推
行精准扶贫政策的行政成本，如精准识别、派驻驻村
工作队和第一书记、组织第三方评估等②［6］。

①从 2016年起，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年均增长 20%

以上，2018年达 1 061亿元。

②比如，2014年精准扶贫工作“精准识别”“建档立卡”时，全国

动员约 80万人力，2015—2016年“回头看”工作全国动员约 200 万

人力。同时期全国扶贫系统工作人员不到 4万人。

③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6年《中国扶贫可持续筹资报告》。

脱贫攻坚的效益或成效比较难以精准定义。如
果将脱贫攻坚收益简单计算成减少了几千万的贫困

人口，显然成本非常高昂。中国政府对于财政扶贫
资金投入有其逻辑，虽然某些项目或产业整体看来

短期投资回报率不高、亏损或需要政府补贴( 如一
些光伏扶贫、资产收益扶贫项目等) ，但从社会成本
效益原则出发，考虑到能够直接为贫困人口创造机

会，且国家或地区又能够获得长期的合理回报，中国

政府还是投入资金扶持［7］。由于很多脱贫攻坚投
入的意义超越了扶贫本身，脱贫攻坚的效益应该从

多方位、长远影响来看待，比如大量的资金投入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可以发挥长期效应。同时，此轮脱
贫攻坚行动，对干部锻炼、改善地方治理体系都具有
重要意义。这些效益显然都是沉淀的固定资产和无
形资产，将发挥长远作用。
虽然无法精确衡量大规模的扶贫投入的成本和

效益，但单从贫困人口减少的数量来看，资源投入成

效也是显著的。假定其他类型资金增量不变，每新
增 1亿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所对应的贫困人数
的减少数量，从 2012 年的 39．12 万人降至 2018 年
的 6．93万人，表明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计算的
资金减贫边际效果明显下降( 表 1) 。原因是边际收
益递减规律在起作用，最后的贫困人口往往是最难

啃的骨头，越往后减贫难度越大。
随着中国扶贫筹资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

贫，从计划式无偿的资金发放转向有偿的市场导向

型资金发放，以加强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中国扶贫

资金筹措越来越与扶贫政策相辅相成，扶贫资金精

准投入更加突出重点，并发挥了杠杆作用，扶贫资金

使用方式也更加注重创新③。这说明，中国的扶贫
开发投入产出效率相对较高，大规模资金投入能够

带动数量众多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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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及
农村贫困人口规模( 2010—2018年)

年份
中央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
投入 /亿元

贫困人口 /
万人

贫困
发生率 /%

资金的减贫
边际效果 /
( 万人·亿元－1 )

2010 222．68 16 567 17．2
2011 272．00 12 238 12．7 87．77
2012 332．05 9 889 10．2 39．12
2013 394．00 8 249 8．5 26．47
2014 432．87 7 017 7．2 31．70
2015 467．45 5 575 5．7 41．70
2016 670．00 4 335 4．5 6．12
2017 860．95 3 046 3．1 6．75
2018 1 060．95 1 660 1．7 6．93
注:“资金的减贫边际效果”指的是每增加亿元中央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对应的贫困人口减少的数量( 万人) ，计算方法是( 上年贫困

人口－本年贫困人口) / ( 本年财政资金－上年财政资金) 。贫困标准

为 2011年调整后的标准，也是现行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年净收入

2 300元( 2010年不变价) 。

资料来源:①2010—2016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数据来

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 2016) ，

http: / /www． scio． gov． cn /zfbps /32832 /Document /1494402 /1494402．

htm; 2010—2016年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 2017) ;②2017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数据来自中国政

府网《中央财政拨付 2017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860． 95 亿元》，

http: / /www．gov．cn /xinwen /2017-06 /08 /content_5200771．htm; 2017 年

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中国政府网《2017年末我国农村贫

困人口减少到 3046 万人》，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8-02 /01 /

content_5262917．htm; ③2018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数据来

自中国政府网《中央拨付 2018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060 多亿元》，

http: / /www．gov．cn /xinwen /2018-05 /04 /content_5288150．htm; 2018 年

贫困人口赫尔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中国政府网《2018年全国农村贫

困人口减少 1386 万人》，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9-02 /15 /

content_5365982．htm。

然而，扶贫资金投入越来越多，贫困发生率不断

下降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精准脱贫见成效。财政扶贫
资金表面上看是越来越多，但管理仍然较为分散，资

金管理部门化，部门管理条块化导致资金使用效率

不高、瞄准率低。近年来精细化的精准扶贫虽然使
得贫困瞄准精度提升、扶贫资源渗漏减少、信息不对
称程度降低，但以部门职能分配资金、安排项目的制
度仍然没有改变。同时，扶贫主客双方的扶贫和脱贫
机会成本也在大幅增加，政府权威和扶贫治理效率亟

待提升，过多地向基层施压同样会造成“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的策略式应对有量无质的效率损失。
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扶贫

资源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供给和需求不匹配: 一方
面，本来没有需求的项目也进行了扶贫投入。比如

有些地方修广场、图书室和卫生室，但未充分考虑合
理利用问题，资源浪费严重。笔者参与精准扶贫第
三方评估发现①，中部某地被访乡镇所在地行政村，

未充分考虑资源利用问题，额外建设新的标准化村

卫生室。由于离乡镇卫生院走路仅需几分钟，除接
待上级检查外，村卫生室基本处于无固定医生、无问
诊病人、药品很少的闲置状态，资源利用率不高。另
一方面，有需求但过度投入。比如，有些地方已经投
入大量资源将水泥路硬化到组，但没有考虑成本和

收益问题，进一步硬化到了户。由于农户本身居住
分散，经济活动少，砂石路、土路就能满足这些农户
的需求，使用水泥路导致资源浪费严重。

①如无特殊说明，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数据均来自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扶贫研究院调研资料。

总体来看，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资金瞄准率
低，重要原因如下:

一是资金碎片化使用难以发挥规模优势。中国
农村扶贫走的是从贫困地区区域开发为主转向以贫

困家庭和人口为对象的精准扶贫之路。实施精准扶
贫以后，一些地方将脱贫攻坚泛化为区域发展，把有

限的扶贫资源分散使用，其结果是产生碎片化的治理

效果，分散化的资金很难再集中起来发挥规模优势［8］。
二是帮扶手段单一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一

些扶贫政策被简化为项目实施，目标局限于直接提

高收入和福利，帮扶手段和模式被简化为直接给钱

给物，注重项目尽快落地而忽视受援助主体发展能

力建设。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福利制度很少考虑投
入成本，很难进行全方位效果监测，既带来日益增长

的财政负担，也助长了受助群体福利依赖。
三是权力寻租导致扶贫成本虚高。减贫方案由

政府主导，扶贫资金来源多由中央拨付、省市( 州)
县配套，以项目形式专款专用，但依靠行政手段调拨

扶贫资金，可能会使财政扶贫资源使用出现目标偏

离，增加扶贫资金和资源监管难度，衍生权力寻租行

为，资金滥用或实际受益群体偏离目标人群产生的

资源渗漏问题导致扶贫成本虚高。在项目制和资金
整合的大背景下，被动“跑部钱进”逐渐转化为主动
“限时脱贫”，资金“跑冒漏”现象才有所好转。
四是形式主义增加了扶贫成本。精准扶贫在基

层实践中要求精细化、事无巨细，但贫困精准治理的
同时，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问题，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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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率而产生的大量重复性工作，无疑会增加治理成

本。比如，扶贫领域频繁的检查、督查、考核，过多的
会议，各种层级和类型的量化考评同样会耗费较多的

精力，挤占其他领域的扶贫资源投入。一些实质性扶
贫工作内容通过形式去表现，导致内容虚化并沦为形

式。同时，原本用来说明和表现扶贫工作的一些辅助
形式取代了内容的中心地位，导致工作重点偏移［9］。
随着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放缓，在有限的资

金预算约束下，持续、稳定大规模扶贫资源投入将难
以为继。在扶贫资源供给强度不能保证的情况下，
通过“低水平、广覆盖”提升既定扶贫资源分配效率
是可选之路。针对不同的贫困状况，对谁贫困、谁脱
贫、脱贫时间和成本等进行全方位衡量，掌握不同扶
贫项目投入之间的平衡性，区分普惠型资源和特惠

型资源的不同作用，引导扶贫资金分配逐步从“普
惠制”向“普惠制+阶梯制+特惠制”转变，减少扶贫
资源浪费，提高资源供给质量和使用效率，可防止扶

贫机会成本大幅攀升。

三、长期 VS短期:短期脱贫与
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有明确时间节点( 2020 年) ，
有清晰的空间划分( 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县、贫困
村) ，要在短期内达到预期目标( “两不愁三保障”和
收入超过贫困线) ，是各级政府必须按时保质完成

的一项政治任务。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短期脱贫
与可持续发展可能存在矛盾，影响精准扶贫成效。
一是从目标上看，政府绩效评价目标的短期性

与追求稳定脱贫目标的长期性构成矛盾。当前体制
下，中央与省级层面负责脱贫攻坚战略引导，省级以

下层级负责脱贫攻坚战术执行。精准扶贫作为地方
政府在多重条件约束下的政治任务，一些地方囿于

考核压力，在追求效率和政绩导向的双重目标下，短

期内消除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往往成为评估精准

扶贫绩效的重要依据，一些设计精良的政策，在执行

过程中考虑到执行成本等问题，往往被简约或简化

处理。由于国家正式分配制度与地方非正式分配规
则之间存在差异，层层压力传导迫使政策执行者形成

自身的一套逻辑，把扶贫开发视为阶段性工作，采取

策略性应对方法，将扶贫目标窄化为对收入水平、脱
贫快慢等显性数据的追求，不计成本追求短期脱贫效

果，导致政策出现走样，扶贫目标异化为手段。

二是从手段上看，短期出效益与长期保公平存

在矛盾。基于公平考虑，精准扶贫应“扶弱先于强，
帮小优于大”。但实践中，由于面临时间和目标的
双重压力，扶贫执行主体会倾向于选择有效或有用

的方案，并应用于扶贫工作中，以实现扶贫绩效最大

化，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被急功近利和效率

优先所置换［10］。同时，考虑到精准扶贫政策有效执
行可能会影响执行者利益，例如项目引进会使地方

政府承担项目失败的风险。因此，基于自身利益权
衡后，一些执行者会选择政策规避的行动策略，使得

政策效果达不到预期目标［11］。由于财政扶贫资金
使用与建档立卡结果相衔接、与脱贫成效相挂钩，在
分配扶贫资源时，基于工作效率和多出政绩的考量，

多数地方政府愿意根据对贫困户和脱贫户、非贫困
户发展情况的综合分析和判断，并实施“短、平、快”
的项目，进行选择性帮扶，因为这样操作起来难度

小，省时省事省心且见效快。通过将有限的扶贫资
源集中，进行政策倾斜，优先分配给资源条件相对较

好的地区和能力相对较高贫困户，在短期内可看到

明显的效益和成果，既有利于总结扶贫经验，又能增

加政治资本，是典型的使用扶贫资源来点亮自身政

绩的行为。这些做法表面上提高了脱贫工作的效
率，但难以有效回应贫困人口的真正需求和发展意

愿，加剧了资源分配不公。“示范村”或“明星户”通
过资源积累，强者越强，资源倾斜较少的弱者愈弱，

马太效应明显，整体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

① 吴国宝．要注意防控脱贫攻坚中潜伏的风险［Ｒ］．清华大学中

国农村研究院———“三农”决策要参，2018( 14) ．

三是从结果上看，减贫速度和脱贫质量存在矛

盾。减贫速度和脱贫质量是辩证统一关系，不能把
握好速度就不可能按时完成年均减贫 1 000 万人的
艰巨任务。但贫困问题并非一直处于绝对静止的状
态，而是处在不断的动态演变之中。贫困的动态性
和相对性，决定了消除贫困是一项长期工作。因此，
精准扶贫并非应急任务，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解决所

有问题。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采取一些非常
规的政策和措施是必要和可以理解的，但为了更好

地回应和完成上级的考核，以质量换时间、以风险换
进度的做法绝非脱贫攻坚的初衷和努力方向①。以
脱贫指标为导向的治理行为会引发一系列偏差，如

果过于强调速度忽视质量，甚至不惜动用一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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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完成扶贫任务指标，对不良后果不能承担起责任，

即使在 2020年全面实现既定的脱贫攻坚目标，如果
不能确保贫困人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扶贫成效

也必定大打折扣，且经不起历史检验。
贫困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长期面临的社会问

题，实行精准扶贫目的是更加精准有效解决农村贫

困问题，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中央设定了到 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目标和明确了“四不摘”
的硬性要求，传递的精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

大力引导贫困县将贫困治理调整至年度任务的优先

位次，最大程度整合体制内外资源，治理重心由减少

贫困规模变为提高脱贫质量、巩固脱贫基础，从片面
追求减贫规模数量指标变为追求贫困发生率、错退
率、漏评率、满意度和返贫率等质量指标。
从宏观上看，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问题，需要把

握扶贫开发资源短期减贫效应与脱贫主体可持续发

展长效机制的关系，从注重减贫速度向注重脱贫质

量转变。近年中央加大了考核监督评估力度，各级
党委政府建立扶贫绩效考核制度、调整考核指标以
及严格执行相应的问责制，引导地方政府将重点放

在稳定脱贫和防止返贫上，并认真细致考察每一项

“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实是不是短期的和不可持
续的。通过建立可持续的脱贫机制，加快从运动式
治理向制度化治理转型，探索精准扶贫的常规化、长
效化和制度化的实践机制，避免长期停留在政策和

形势驱动状态。在制度上形成保障贫困户脱贫后不
会返贫的机制，在新的贫困出现或出现返贫现象时

具有能够有效兜底的制度保障［12］，既解决贫困地区

和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困难，又不形成过度依赖。在
接受帮扶的同时，形成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的动力和能

力，短期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才能较好解决。
从微观上看，让贫困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能力，建

立脱贫信心、稳定就业或培育产业，让他们有稳定的
创收渠道，获得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 一方面，可以

帮助贫困户打造一个产业，将贫困户培养成小专业

户，并随着产业的发展，能力不断提高，规模也逐渐

扩大; 另一方面，可以帮助贫困户找到稳定的全职或

兼职工作，能够让他们实现长期就业。因此，可从以
下 4个方面衡量脱贫的可持续性，并从相应维度改
进扶贫政策: 一是看多种来源的收入结构，可观察贫

困户收入来源是靠产业、就业，还是靠低保、简单的

分红和临时性补贴，判断收入到底仅仅是数字上的

提高还是实现了可持续的增加。二是看不同种类的
帮扶措施，可观察帮扶措施是否有利于贫困户形成

产业或稳定就业，并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形成脱贫

内生动力。三是看各种类型的资产积累，可以观察
贫困户一段时间的资产积累是否有利于抵抗各种冲

击和风险。四是看各式各样的保障政策，可以观察
保障政策是否有利于贫困户从冲击和风险中迅速恢

复或接近原有生活水平。

四、过高 VS过低:扶持对象与非扶持对象
之间的模糊界限下的“悬崖效应”

“悬崖效应”是指事物在变化的临界点( 线) 阶
段或范围所发生的变化特征和结果，即由量变突破

度引起质变。随着扶贫资源投入不断增加，贫困村、
贫困户因资金整合和政策叠加，超标准享受到村到

户资金和项目，可能远好于原本境况相似的临界群

体，出现“贫困程度不相上下，扶持政策天上地下”
现象。这种因扶持对象与非扶持对象之间界限模
糊，政策帮扶标准不同而形成的福利在贫困临界点

上下的落差，可称为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13］。当
扶贫政策只针对某一部分群体，靠近政策分界线但

又没有享受到政策好处的群体可能会处于边缘贫困

状态，与其他条件差不多的群体相比，产生相对剥夺

感和不公平感。经过一段时间帮扶后，两种群体之
间整体发展状况甚至可能发生根本逆转。“悬崖效
应”将处于边缘贫困群体形象描绘出来，脱贫攻坚
进入深水区后，这些群体的利益应受到更多关注。
在实践中，处于“悬崖效应”边缘的往往是( 非)

贫困村和( 非) 贫困户: 一方面，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村，是获得扶贫资金和项目的主要政策依据。
项目执行过程中，各类分散和整合的资金往往更倾

向于投向贫困村，导致一些贫困村村庄基础设施建

设、基本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超出基本标准以及保
障“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而部分未被认定为
贫困村的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贫困发生率与贫
困村较接近，实际上是临界贫困村或边缘贫困村，由

于帮扶资金较少，这些非贫困村发展状况改变缓慢，

基础设施供给、公共服务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两
者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被精准识别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是贫困家庭获得资源帮扶的前提。现阶
段，大量的帮扶资源到户到人，只有少部分才外溢到

非贫困家庭。部分没有纳入建档立卡的困难家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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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临界贫困户或边缘贫困户，其生产生活条件

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相差不大 ，属于建档立卡“可进
可不进”、精准帮扶“可帮可不帮”的对象。由于没
有相应的帮扶政策，这些家庭具有高度脆弱性，陷入

贫困的风险较高，在深度贫困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深度贫困地区总体上较为贫困，贫困户与非贫困户

个体贫困程度差异相对较小，政府帮扶力度相对较

大，如果为帮扶对象提供全覆盖、高标准且帮扶对象
不付费或很少付费的扶持，“悬崖效应”可能更加突
出。比如，在四川凉山，为解决住房安全问题，建档
立卡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户均自筹不超过 1 万元，
其他由政府承担，而非建档立卡随迁户一般补贴 3～
5 万元不等，其他由个人自筹，每户补贴相差几万
元，最高达 10万元左右［14］。
在实践中，笔者发现“悬崖效应”的若干表现。

以健康扶贫政策为例，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发现，中

部某地健康扶贫政策偏离目标: 首先，2014、2015 年
脱贫户不享受政府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病保险

费以及健康扶贫政策，违背脱贫不脱政策，造成脱贫

户之间的“悬崖效应”。其次，大病存在过度保障。
虽然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政
府兜底等“三保障一兜底”政策措施，有效解决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但是过高的医疗保障水平可能
导致建档立卡户小病大看的现象，过多的占用医疗

资源，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再次，慢性病救助政策
不完善。虽然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慢性病患者制定了
相关政策，但未规定门诊药品目录，导致慢性病救助

政策扩大化。比如，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还发现，东
北某地利用农户基础养老金担保进行银行贷款，为
2020年底前年满 60岁的建档立卡人口一次性缴纳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致使 60 岁以上的贫困老人
净领取养老金至少达 1 540元，70岁以上老人养老金
达到 3000元，远高于普通农民所获得 1000元左右的
基础养老金，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待遇差距较大。
脱贫攻坚实践中，任由“悬崖效应”长期存在，

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一方面，超标准福
利骤增容易造成临界群体心理不平衡和失落，产生

相对剥夺感，不太认同现行政策，并质疑“凭什么他
( 们) 有，我( 们) 没有?”申讨“为什么我( 们) 不能享
受这政策?”给精准扶贫资源分配者造成巨大压力，
使政府公信力受到边缘贫困群体的非议和质疑，甚

至产生矛盾积聚和扶贫抗争问题，引发村与村之间、
村民之间、村民与村两委之间关系紧张和不信任，增

加乡村有效治理难度。另一方面，“贫困”身份带来
的福利远超各方心理预期，获得的好处有相当部分

并不是辛勤劳动付出所得，而仅仅是因为其贫困身

份所带来的。付出和努力不对等将成为“等靠要”、
争当贫困户和脱贫后不愿退出等现象的根源之一。
如果低收入村庄和农户状况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

善，边缘贫困人群与扶贫对象之间没有充分表达的

利益冲突可能会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出来。假如没有
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和及时化解“悬崖效应”，一旦矛
盾进一步蔓延激化，造成局部地区社会不稳定，可能

影响脱贫攻坚全局。
实际上，只要从事扶贫工作并划定贫困标准，就

总会有边缘人群。要防止贫困人口边缘效应问题凸
显，就不能盲目拔高标准，既不要落下，也不要落差，

防止出现“政策鸿沟”和“悬崖效应”。在贫困户稳
定超过现行扶贫标准后，政策措施更加注意贫困户

和非贫困户待遇差距，不拔高标准，不对扶贫政策过

度加码，“悬崖效应”和负面激励问题就不会那么突
出。解决“悬崖效应”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参见: 新华社．http: / /www．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9-05 /24 /
c_1124538605．htm．

一是在帮扶对象认定上，重视临界贫困，在确定

贫困规模后，对帮扶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基于扶贫
部门建档立卡和统计部门统计抽样数据，摸清临界

贫困村和临界贫困人口贫困现状，对徘徊在贫困边

缘的人口数量进行估计，笔者认为可将家庭人均年

收入高于现行脱贫标准 10% ～20%以内的人群进行
统一的分类分级登记管理。针对不同收入、不同家
庭规模等因素设定不同类型的多维贫困线标准，对

排查出来的家庭情况各异的临界对象纳入整体帮

扶，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解决扶贫实践中的

具体难题，减少政策边界的模糊部分，留出一部分项

目资金或扶贫资金，对相对困难的对象实施帮扶和

带动。实践上，重庆市武隆区较早对“临界户”进行
动态监测，并于 2019 年出台《关于加强脱贫攻坚
“临界户”帮扶工作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上年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介于贫困线与贫困线 1．2 倍之
间，以及家庭因医疗、义务教育、必备住房、重大灾害
等刚性支出较大，造成家庭人均负债超过上年全区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又不符合建卡贫困户条

件的农户，即被列入“临界户”，在医保资助、医疗救
助、产业发展、金融服务等方面予以帮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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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创新帮扶形式，以发展式、保障式扶持为
主，资金扶持为辅。要以收入增长为核心转向以能
力建设为核心，在坚持“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
基础上，建立分类救助帮扶体系，细分帮扶对象年

龄、性别、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等家庭规
模和结构特征，实现从“精准到户到人”到“精准到
不同人群的特征”转变，实现对贫困人口实行更精
准、更公平和更有效率的帮扶，防止扶贫资源超水平
供给。要消除不同年度脱贫户之间的政策差距，统
筹贫困村贫困人口和边缘地区贫困人口的扶持办

法，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及时和有效的
帮助和支持，防止相对剥夺感聚集。转移性收入要
避免直接给钱给物，防止出现仅享受产业分红而未

参与生产经营现象。要针对贫困户新增产业项目实
施奖补，避免凭自家原有产业项目即可获得产业奖

补资金。要改进公益岗位设置，岗位的设置应从实
际用途和可持续性出发，重点覆盖有劳动能力的建

档立卡户，促进长期稳定增收，既不能安排与本人工

作能力不符的岗位，也不能虚设和滥设岗位。
三是注重风险防控，将风险干预前置。将各类

专项救助与贫困户( 低保户) 身份进行脱钩，以专项

救助的方式按需扶持，实现政策全覆盖，减少以贫困

户身份作为救助和保障门槛的资源分配方式所产生

的落差。比如，健康扶贫政策不仅仅是要针对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还要照顾到那些有特殊类型疾病和

慢性病的群体，提高抵御风险政策的覆盖面。考虑
到一些风险防控的保障政策知晓率和利用率不高，

可建立帮办代办制度，通过指定驻村工作队成员或

帮扶责任人为帮办责任人，发挥帮办责任人熟悉政

策的优势，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帮办代办慢病卡、慢性
病门诊报销等事项，提高慢性病门诊报销政策的知

晓率和利用率，确保健康扶贫工作落到实处，减轻贫

困人口医疗负担。
四是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和集

体经济发展时，照顾到边缘贫困人口。结合国家乡
村振兴战略和产业政策、区域发展资源，在公共资源
分配过程中兼顾贫困人群与贫困边缘人群，营造相

对公平的发展环境。有效利用信息扶贫、网络扶贫、
文旅扶贫、消费扶贫等新理念、新技术创新扶持方
式，充分挖掘不同类型贫困户参与生产活动的潜力，

解决帮扶不深入、不平衡问题。除针对贫困户、贫困
村组的特惠政策外，也要注重出台针对“临界贫困”
的普惠政策，让各种群体都能平等享受到精准扶贫

带来的好处，从而提升资源投入地区效率和人口抵

御风险的能力，共享贫困治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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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olute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 are the
two basic concepts in poverty theory，both of which belong
to the concept of objective poverty related to basic needs．
The focu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will
gradually shift from solving absolute poverty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A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 change，the
assistance targets will show the transition from poor groups
to vulnerable groups．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Jiangsu，
Zhejiang， Shandong and other provinces are multi-
layered，and the poverty problem presents a great degree
of relativity． The pract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se
provinces has dealt with the relative poverty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understood the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The practice of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that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several eastern provinces is
summarized，promoted and tried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national anti-poverty policy system to achiev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latively poor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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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deep water area，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increasing． Firstly，in the expected dimension，there is the
problem of reverse incentives under large-scale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the expectations of poor
areas and groups， optimize the design of incentive
mechanism，reduce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by
designing appropriate support systems． Secondly，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of balancing poverty alleviation cost and
benefit i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the wast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supply and u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and prevent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soaring． Thirdly， in time
dimension，there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hort-term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ince it is
difficult to deal with short-term benefits and long-term
equity，an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from focusing on
the spee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 focusing on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and form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fourth is the standard dimension．
Because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supporting object and
the non-supporting object is fuzzy，it is easy to cause
“cliff effect”．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critical poverty and implement dynamic management on the
supporting object．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are
explained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related practices
are check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hird-party
assessments of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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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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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intelligent algorithms with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prediction ability extend from virtual space to real space．
Algorithm is not only a specific technology，but also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the operation system of social power．
Enterprise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grasp algorithms tak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to control social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and guide the government to form a quasi-public
power of non-state forces． Algorithmic power is a
ubiquitous power relationship． Following the four rules of
business logic， preference principl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implicit operation， it can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of public power． The lack of supervision
of algorithmic power，excessive capitalization and black
box dispelled political justice， resulted in institutional
humiliation，and led to the crisis of rights protection． To
prevent the alienation of algorithm power and establish an
orderly network space，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capital
dependence by state intervention， restrict algorithmic
preferences by legal regulation，safeguard human value by
algorithmic ethics，and manifest the operation of power by
auditing and supervising so as to build a perfect
algorithmic governance system to ensure social fair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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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ity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core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a strong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purpose，it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to stud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nature and humanity”cultural awareness and the
shackles of productivity，the double end of“natur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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